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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农地确权促进连片规模经营
———来自地块离散流转与连片流转的证据

胡新艳　许金海　罗必良＊

：本文根据农地流转双方地块位置是否相邻，将农户流转行为区分为
离散流转和连片流转，考察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规模经营效应的影响。
研究发现，农地确权通过减少农地边界破坏行为和农业生产矛盾，降低相邻地块
流转的交易成本，显著促进了地块连片流转，进而推进农地的连片规模经营。不
仅如此，相比离散流转，连片流转的书面合同签订概率更高、零租金更少、期限更
长，有助于推进农地产权交易的契约化。文章强调，鉴于连片流转效应的时滞
性，应坚持并深化新一轮农地确权改革，以进一步缓解“地权细碎化界定”与“农
地规模化利用”之间的冲突。

：农地确权；农地流转；农业规模经营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４．０５．１０

一、引　　言

中国“均田承包”制度安排所决定的小规模分散化经营格局，引发了诸多问题。小而
分散的农场格局不仅增加了农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也是导致农地闲置抛荒的重要
诱因（Ｓｋｌｅｎｉｃｋａ，２０１６；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何秀荣（２００９）更是将细小规模经营视为中国

现代农业建设成效不显著的“罪魁祸首”。因此，促进农地的流转与集中以改善农业规模
经营格局，既是学界的基本主张，也是中国农业政策的基本导向。但是，已有文献尚未深
入研究不同维度农业规模经营所隐含的规模经济性含义。事实上，农地规模经营可以分
为三种类型：经营规模、地块规模和连片规模①（张露和罗必良，２０２０）。其中，连片规模具

有经营规模与地块规模的双重规模经营效果。因此，农地流转如何能达成农户土地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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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户层面来说，这三种规模经营的含义分别为：第一，经营规模表示农户经营土地的总面积。但农户经营土
地的总面积的大小，并不具有明确的规模经济性含义。因为加总面积中的各个地块可能是离散细碎的。当然，总面积
越大，越有可能节省农户在农业生产资料采购与产品销售上的交易成本而改善规模经济性；但在地块分散的情形下，由
于缺乏生产作业的连续性而隐含着高昂的管理成本。第二，地块规模反映农户经营的单块土地的面积大小。逻辑上，
地块规模扩大，农户因作物生长节律不一致所付出的生产管理成本、由作业分散性所导致的时间转换成本，均有下降的
可能性。第三，连片规模指农户经营的多个地块连为一体而集中成片，既能扩大经营规模，又能扩大地块规模，故本文
将其视为连片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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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规模经营，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①

中国农业经营主体是农户，农户间的农地流转一直占据主导地位。② 根据地块空间位
置特征，可将农户的农地转出区分为两类情形：一是农户转出的地块与转入主体已有土地
不相邻，可视为“离散流转”。也就是说，经营主体转入的是相互分离的地块。二是农户转
出的地块与转入主体已有土地相邻，则可视为“连片流转”。此时，经营主体转入了相连成
片的地块。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尽管连片流转有更高的规模经济效应（郭阳等，

２０１９），但现实中离散流转往往更具普遍性③。究其原因，可能与它们蕴含不同的交易成本
有关④。在“均田承包”背景下，土地按照“远近肥瘦”搭配原则进行承包到户，一个农户所
承包经营的地块，往往与周边分属于不同农户主体的多个地块相连。若缺乏土地“四至”

边界的清晰界定与维护，农户一旦采用连片流转的方式转出土地，则转入主体在后续经营
中极有可能因连片生产作业而改变或销毁地块边界⑤，从而极易引发产权纠纷。不同的
是，离散流转不会因经营主体的更替改变地块边界，从而能在很大程度上规避这类交易
成本。

经典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明晰是交易的前提条件（Ｃｏａｓｅ，１９８８）。依此理论逻辑，对农
地进行“确实权，颁铁证”，将有利于推动农地流转交易市场发展。新一轮全国范围内的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以下简称“农地确权”）于２００９年开始试点，２０１３年
正式全面推进，２０１８年年底基本完成。与前两轮分田承包⑥所不同的是，本轮确权工作聘
请专业测绘公司和技术人员，借助精准的地理信息测绘技术，对地块的“四至”边界进行测
量绘图；在农户签字确认及全村公示后，不仅将地块位置信息记录于纸质证书，还对其进
行电子信息化存档管理。因此，本轮确权的显著特点是，农地产权在主体上可确认，地块
“四至”边界在技术上可明晰，农户地权边界在法律上可保障。由此形成的地块边界可证
实性，为观察不同类型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变化提供了自然实验契机。

为此，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新一轮农地确权是否能够有效消除不同流转方式的交易成
本差异，实现农户农地经营规模和地块连片规模的同步推进？基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广东省
阳山县一套完整记录农户流转地块信息的追踪调查数据，采用Ｔｏｂｉｔ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
结果表明：（１）农地确权通过降低相邻地块流转的交易成本，显著促进了地块连片流转，进
而推进农地的连片规模经营。（２）农地连片流转效应存在时间滞后性，且在农地确权过程
中曾引发过干群矛盾或农户冲突的村庄，该效应会被削弱。（３）相比于离散流转，连片流
转的书面合同签订概率更高，零租金交易更少，流转期限更长。

本文丰富了三个方面的文献：第一，补充了农地确权能够促进相邻地块连片流转的基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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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大数据发展中心“全国农村土地承包信息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农地确权工作完成后，
全国农户户均承包地面积不到７．５亩，地块数却多达５．５块（刘同山等，２０２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显示，农户间农地流转面积的平均占比超过５８％；从广东省阳山
县的调查数据看，农户间农地流转面积的平均占比更是高达７７％。

２０１８年广东省阳山县农户的离散流转面积占比为６０％。
离散流转还可能因其有更大的选择性空间而占比更高，这是由其定义衍生出的地理位置概念所天然决定的，

故本文不予探讨。
在农地划界标志为沟渠或田埂的情形下，尤为如此。
第一轮为１９８４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规定承包期限１５年不变；第二轮为１９９７年规定在第一轮承包

期结束后再延长３０年承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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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据。已有文献虽关注了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流转及其规模经营的影响，但并未区分

不同类型农业规模经营的经济学含义。事实上，对于农地规模经营，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测

度指标为“农户承包地的平均地块面积”（胡新艳等，２０１８）、“农户经营的农地面积”（郑淋

议等，２０２３）或“是否转给规模经营者”（杨广亮和王军辉，２０２２）等。这些指标均无法准确

捕捉到由农地流转引发的地块是否连片的规模变化，从而难以有效评估农地确权诱发的

连片规模经营效应。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显著促进了地块连片流转，有助于实现

农地连片规模经营。

第二，利用博弈模型推演了农地确权对离散和连片流转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并展开实证检验。众多经验研究指出，确权能显著降低交易成本（林文声等，２０１７），促进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Ｊｉｎ，２００８；Ｈｏｌｄ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Ｋｅｍ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程令国等，２０１６；朱建军和杨兴龙，２０１９；丰雷等，２０２１）。然而，这些研究很少给出农地确

权降低交易成本的直接证据，更未关注确权对不同流转方式的异质性影响及其内在机理。

本文发现，农地确权通过减少农地边界破坏行为和农业生产矛盾，降低相邻地块流转的交

易成本，主要是促进了地块连片流转。

第三，提供了农地离散流转与连片流转的契约特征及其差异的新证据。一直以来，交

易成本与风险不确定性（Ｃｈｅｕｎｇ，１９６９）、信任承诺（Ｍａｓｋｉｎ　ａｎｄ　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９９）和差序格局
（钱龙等，２０１５）等被视为决定契约形式的重要因素。关于流转期限和租金的形成机理，主

流文献也主要是从资产专用性（Ｋｌ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８；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８６）、交易不确定性（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８５）、产权稳定性（胡新艳和罗必良，２０１６）和差序格局（邹宝玲等，２０１６）等维度

进行解释。此外，纪月清等（２０１７）基于８省截面数据发现，转入方对连片流转支付了更高

土地租金。本文进一步证实，连片流转有更加正式、更为稳定的契约特征，加深了对农地

流转契约性质的认识。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通过构建博弈模型，探讨农地确权对离散与连片两类农地流转形式及其契约特

征的影响。假设在农地流转交易中，存在两个代表性农户：一个意愿转出农地，另一个意

愿转入农地，双方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进行理性博弈。① 在策略选择中，转出农户的选择有
“转出”或“不转出”；转入农户的选择为“转入”或“不转入”。由此，流转双方共有四种策略

组合：（转出，转入）、（转出，不转入）、（不转出，转入）和（不转出，不转入）。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农户的农地流转往往隐含着较高的交易成本（罗必良，２０１７）。由

于农地流转交易存在前期、中期和后期等阶段性特征，且转出方和转入方的交易成本也有

所差异，故将交易成本细分为三方面：潜在失地损失（土地转出后被侵占引致的损失）、土

地闲置维护成本（保护闲置土地“四至”边界的劳动力投入）以及合约签订成本。显然，流

① 本文重点关注确权对不同类型农地流转的异质性影响，因而不具体展开分析确权如何影响农户是否转出或转
入农地。事实上，无论是否确权，市场都同时存在意愿转入和转出农户。此外，我们未考虑农户间土地流转行为可能存
在的利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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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双方采取不同交易策略会产生不同的收益（支付）。对于转出方，若“不转出”，需支付土

地闲置维护成本Ｃｍ ①，Ｃｍ ＞０；若“转出”，则可获得租金Ｒ，但潜在失地损失为ＰＬ②，Ｐ 为

土地被侵占概率，Ｌ 是土地价值，并要承担合约签订成本Ｃｔ。 对于转入方，若“不转入”，

将不会产生任何成本和收益；若“转入”，则可获得转入土地的农业产出Ｕ，但需支出Ｒ、农

业生产成本Ｃｐ 以及Ｃｔ。 由此可得流转双方在不同策略组合下的预期收益：

当策略组合为（转出，转入）时，π１ 和π２ 为：

π１＝Ｒ－ＰＬ－Ｃｔ，　π２＝Ｕ－Ｒ－Ｃｐ－Ｃｔ ． （１）

其余策略组合的π１ 和π２ 均为：

π１＝－Ｃｍ，　π２＝０． （２）

现实情境中，还可将转出农户细分为离散和连片转出，故农户转入任意地块均会面临

三种市场情形：一是仅存在离散转出方；二是仅存在连片转出方；三是同时存在两类转出

方。为此，下文将分类予以讨论。

（一）仅存在离散转出方

只存在离散转出方时，流转双方在确权前后的博弈策略组合及收益对比见图１。其

中，第１栏为确权前的情况。在（转出，转入）情形下，转出方的收益为Ｒ′０－Ｃ′ｔ０③，其余组

合收益均为－Ｃｍ０；在（转出，转入）下，转入方的收益是Ｕ′－Ｒ′０－Ｃ′ｐ－Ｃ′ｔ０，其余组合收益

均为０。由于满足Ｒ′０－Ｃ′ｔ０＋Ｃｍ０ ＞０的可能性空间较大，故转出方的占优策略为“转出”。

转入方的占优策略判定条件为Ｕ′－Ｒ′０－Ｃ′ｐ－Ｃ′ｔ０，由于转入不相邻地块带来的规模不经

济性会挤压转入方盈利空间，甚至可能导致Ｕ′－Ｒ′０－Ｃ′ｐ－Ｃ′ｔ０≅０，故其“转入”和“不转

入”无显著差别。为促成有利可图的流转交易，转出方通过降低Ｒ′０和Ｃ′ｔ０ 来补偿转入方。

一种特殊做法是Ｒ′０＝Ｃ′ｔ０＝０，即通过免收租金、不签订合同或采取口头合同、不约定流转

期限来最大程度节省缔约成本，这常见于亲戚熟人之间的流转（钱龙等，２０１５；邹宝玲等，

２０１６）。此时，转出方仍能获得收益Ｃｍ０，而转入方的占优策略可能变为“转入”，离散流转

交易达成。④

确权后，Ｃｍ０、Ｃ′ｔ０分别大幅减至Ｃｍ１、Ｃ′ｔ１，但转入土地的产出及生产成本均不变。由

上可知，流转能否达成取决于转出方对转入方补偿的多少。若转出方仍选择Ｒ′０＝Ｃ′ｔ１＝０，

其收益将从Ｃｍ０ 减至Ｃｍ１ ≅０，这解释了确权后农户为何偏向于达成Ｒ′１＞０的交易，并

与现有经验证据相一致（李江一等，２０２１）。显然，土地租金增加会抑制农地离散流转。

当Ｃ′ｔ１≠０时，转出方与转入方选择交易的判定条件分别为Ｒ′１－Ｃ′ｔ１＋Ｃｍ１ ＞０、Ｕ′－Ｒ′１－
Ｃ′ｐ－Ｃ′ｔ１＞０。 此时，一方面，确权减少Ｃ′ｔ１有助于促成双方交易；另一方面，确权也会通过

①

②
③

④

当农户具有转出农地意愿时，往往意味着其外出务工可以获得更大预期收益。因此，对于有外出务工意愿的
农户，闲置将成为其不转出农地的必然结果。

农户转出农地后，还可能面临村庄将土地收回的风险，从而造成失地损失，但本文对这一外生情形不予考虑。
Ｐ≅０的依据在于：第一，离散流转不会导致原有地界的模糊或变更；第二，离散流转双方不存在边界争议纠

纷，故无侵占该土地的初始动机；第三，转入方在此位置及附近不拥有承包地的事实，已在村民间形成普遍共识，由此形
成社会监督作用。

只要满足０＜Ｐ ＜ （Ｒ′０－Ｃ′ｔ０＋Ｃｍ０）／Ｌ，该结论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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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Ｃｍ１ 来降低转出方进行交易的可能性。可见，农地确权对离散流转的影响路径存在
一正一负的抵消效应，故提出研究假说 Ｈ１。

假说Ｈ１　农地确权对农地离散流转的影响有限。

转入方

转入 不转入

离散转出方

（确权前）

转出 （Ｒ′０－Ｃ′ｔ０，Ｕ′－Ｒ′０－Ｃ′ｐ－Ｃ′ｔ０） （－Ｃｍ０，０）

不转出 （－Ｃｍ０，０） （－Ｃｍ０，０）

转入方

转入 不转入

离散转出方

（确权后）

转出 （Ｒ′１－Ｃ′ｔ１，Ｕ′－Ｒ′１－Ｃ′ｐ－Ｃ′ｔ１） （－Ｃｍ１，０）

不转出 （－Ｃｍ１，０） （－Ｃｍ１，０）

图１　确权前后离散流转双方的博弈策略组合及收益对比

（二）仅存在连片转出方

只存在连片转出方时，流转双方在确权前后的博弈策略组合及收益对比见图２。第１
栏显示，确权前，转出方除了在（转出，转入）的收益为Ｒ０－ＰＬ－Ｃｔ０ 外，其余组合均为

－Ｃｍ０；转入方除了在（转出，转入）的收益为Ｕ－Ｒ０－Ｃｐ －Ｃｔ０ 外，其余组合均为０。此

时，转出方的策略选择取决于Ｒ０－ＰＬ－Ｃｔ０＋Ｃｍ０ 是否大于０。由于确权前相邻地块的

“四至”边界不具法律可证性，故转出方会面临潜在的ＰＬ。土地对于农户的情感寄托和社

会保障功能（姚洋，２０００；罗必良，２０１３），加之村庄内部信息交流频繁等特征，赋予了农地

侵占事件很强的溢出效应，使得ＰＬ能满足Ｒ０－ＰＬ－Ｃｔ０＋Ｃｍ０ ＜０，故转出方的占优策

略为“不转出”。转入方选择交易的条件为Ｕ－Ｒ０－Ｃｐ－Ｃｔ０ ＞０，因连片经营具有规模经

济性，故Ｕ－Ｒ０－Ｃｐ－Ｃｔ０ ＞０，其选择“转入”。为促成有利可图的流转交易，转入方可能

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在净收益为正的前提下，提高Ｒ０ 来补偿连片转出方；二是签订完备合

同来维护流转的稳定性预期。显然，租金提高不足以抵消连片转出方潜在的失地损失，而

边界争议让签订完备合同又不具可行性，故转出方仍选择“不转出”，连片流转难以达成。

第２栏为流转双方在确权后的博弈策略组合及收益。新一轮农地确权采用高精度的

测绘技术测量土地“四至”边界，并将地块位置信息以法定证书的方式登记在册，能有效化

解原有边界争议和纠纷，从而强化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故有Ｐ ≅０，Ｃｍ０、Ｃｔ０ 分别显著

减至Ｃｍ１、Ｃｔ１。 此时，有Ｒ１－Ｃｔ１＋Ｃｍ１ ＞０，转出方选择“转出”；转入方的占优策略保持

为“转入”。由于Ｃｔ１ 很小，故转入方通过提高租金来促成交易的空间更大。综上，提出研

究假说 Ｈ２和假说 Ｈ３。

假说Ｈ２　农地确权显著促进农地连片流转。

假说Ｈ３　农地确权通过明晰农地“四至”边界，减少农地边界破坏行为和农业生产矛

盾，从而促进农地连片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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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方

转入 不转入

连片转出方

（确权前）

转出 （Ｒ０－ＰＬ－Ｃｔ０，Ｕ－Ｒ０－Ｃｐ－Ｃｔ０） （－Ｃｍ０，０）

不转出 （－Ｃｍ０，０） （－Ｃｍ０，０）

转入方

转入 不转入

连片转出方

（确权后）

转出 （Ｒ１－Ｃｔ１，Ｕ－Ｒ１－Ｃｐ－Ｃｔ１） （－Ｃｍ１，０）

不转出 （－Ｃｍ１，０） （－Ｃｍ１，０）

图２　确权前后连片流转双方的博弈策略组合及收益对比

（三）存在两种类型转出方

当连片和离散转出方都存在时，流转双方的博弈策略选择是上述两种情况的综合。

确权前，图１和图２的第１栏分别是两种类型转出方与转入方的博弈策略组合及收益。由

上可知，连片流转因潜在失地损失难以达成；离散转出方通过降低Ｒ′０和Ｃ′ｔ０来补偿转入方

可促成离散流转。此时，转入方会选择转入不相邻地块。因此，确权前离散流转的概率更

高，但更可能具有零租金、口头合同、不约定租期的特征。

确权后，两种类型转出方与转入方的博弈策略组合及收益分别见图１和图２的第２
栏。此时，达成连片流转的前提是Ｒ１－Ｃｔ１＋Ｃｍ１ ＞０，由转入方对连片转出方的租金补

偿决定；达成离散流转则需Ｒ′１－Ｃ′ｔ１＋Ｃｍ１ ＞０，取决于离散转出方对转入方的补偿。当

Ｒ１－Ｃｔ１＋Ｃｍ１＞０，Ｒ′１－Ｃ′ｔ１＋Ｃｍ１＞０均可满足时，转入方会根据转入相邻和不相邻农户

土地得到的预期收益之差Ｄ＝（Ｕ－Ｒ１－Ｃｐ－Ｃｔ１）—（Ｕ′－Ｒ′１－Ｃ′ｐ－Ｃ′ｔ１）＝（Ｕ－Ｕ′）＋
（Ｃ′ｐ－Ｃｐ）＋（Ｒ′１－Ｒ１）＋（Ｃ′ｔ１－Ｃｔ１）进行决策：若Ｄ＞０，转入相邻土地；若Ｄ＝０，转入相

邻或不相邻土地无差别；若Ｄ＜０，转入不相邻土地。由于Ｕ－Ｕ′＞０，Ｃ′ｐ－Ｃｐ ＞０①，故

在相邻和不相邻土地质量相同或差别较小情形下，转入方会有更大的利润空间支持转入

相邻土地。其来源可能有两种：一是新增的交易为连片流转；二是原有的离散流转转变为

连片流转。

最后，探讨两类流转方式的契约差异。确权前，若连片流转也能达成，有Ｐ ≅０，这与

离散流转情形的失地概率相一致。确权后，由上可知，仅当Ｒ′１－Ｒ１＜０，Ｃ′ｔ１－Ｃｔ１＜０，即

离散流转具有极低租金和合约签订成本时才可能达成。合约签订成本主要体现在协商谈

判，因此达成的条款越明细，所需成本就越大：约定合同＞无合同、书面合同＞口头合同；

非零租金＞零租金；确定租期＞不确定租期、长租期＞短租期。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Ｈ４。

假说Ｈ４　相比于离散流转，连片流转的书面合同签订概率更高，零租金交易更少，流

转期限更长。

① 众多研究表明，农地细碎化显著增加了劳动力（卢华和胡浩，２０１５）、化肥（高晶晶等，２０１９）等生产成本，并抵消
了规模经营报酬（Ｋａｗａｓａｋｉ，２０１０；许庆等，２０１１；Ｎｇｕｙｅｎ　ａｎｄ　Ｗａｒｒ，２０２０）。因此，连片流转有更高的规模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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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模型与初步证据

（一）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对广东省阳山县进行了入户追踪调查①，抽样过程如下：
（１）从阳山县１２个镇共１４９个行政村中，随机抽取８０个行政村。（２）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排
序，从各样本行政村中随机抽取２个村民小组。（３）在各样本村民小组中随机抽取１０户农
户。因此，实地调查抽取的总样本为８０个行政村、１６０个村民小组、１６００户农户。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年三次追踪调查获得的农户样本数分别为１　５９０、１　４６３、１　３９６，共计４　４４９户。调查
问卷详细记录了３　０５３个流转地块的信息，包含面积、质量、是否连片流转和流转合同内
容。实证分析中，样本量会因各模型估计所涉及变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二）模型构建

数据采集期间，阳山县农地流转市场尚处于较低发展水平，因而有大量农户尚未参与
流转，使得农地流转变量在零值处出现数据归并（ｃｅｎｓｏｒｉｎｇ），从而可能导致传统的 ＯＬＳ
估计结果有偏。为此，本文利用 Ｈｏｎｏｒé（１９９２）提出的受限因变量Ｔｏｂｉｔ固定效应模型，来
识别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因果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Ｙ
�

ｖｉｔ＝αＴｉｔｌｉｎｇｖｔ＋γＸ′ｖｉｔ＋μｉ＋λｔ＋εｖｉｔ

Ｙｖｉｔ＝ｍａｘ　Ｙ
�

ｖｉｔ，０（ ）
■
■

■
， （３）

其中，Ｙｖｉｔ 为ｖ村ｉ农户在ｔ期的农地转出情况②，包括转出面积、连片转出面积和离散转
出面积。μｉ 是农户固定效应；λｔ 为年份固定效应；εｖ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借鉴杨广亮和王军辉（２０２２），Ｔｉｔｌｉｎｇｖｔ 为ｖ村在第ｔ期是否已颁发确权证书。若是，
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Ｘ′ｖｉｔ为ｖ村ｉ农户在ｔ期的其他特征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参照
杨广亮和王军辉（２０２２），户主特征纳入了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年限和是否村干部。借
鉴已有研究（章元和陆铭，２００９；程令国等，２０１６），家庭特征为人口总数、抚养比、外出务工
人数、农业补贴、礼金支出和承包地面积。由于阳山县部分村庄实施了农田整治，故在村
庄层面对其进行控制。各变量的定义及统计特征见表１。

此外，我们借助事件研究法（ｅｖ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来检验确权政策干预前实验组和控制组农
户的农地转出面积变化是否保持平行趋势，并估计确权的农地转出动态效应：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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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的实际年份为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如２０１７年调查了农户２０１６年的情况。关于选择阳山县作为调查研究区
域的原因，请参见附录Ⅰ。限于篇幅，附录未在正文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ｈｔｔｐｓ：／／ｃｅｑ．ｃｃｅｒ．
ｐｋｕ．ｅｄｕ．ｃｎ）下载。

在附录Ⅰ中，我们详细介绍了从农户转出的视角衡量农地流转情况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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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Ｔｉｔｌｉｎｇｙｅａｒｖ为ｖ村获得确权证书的年份。若ｔ－Ｔｉｔｌｉｎｇｙｅａｒｖ＝τ，Ｉ（·）＝１；反之

为０。若ｖ村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获得证书，Ｔｒｅａｔｖ＝１；反之为０。τ为ｔ距离Ｔｉｔｌｉｎｇｙｅａｒｖ的时

间跨度，由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均有村庄获得证书，故τ的取值有－２，－１，０，１，２，将τ＝－１
作为基期。其他变量定义同式（３）。

表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是否转出 １＝是，０＝否 ４　４３３　 ０．１９７８　 ０．３９８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转出面积 转出农地的总面积（亩） ４　４３３　 ０．３３６７　 １．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

　转出块数 转出农地的总块数（块） ４　４３３　 ０．６８８７　 １．６４８９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是否连片转出 １＝是，０＝否 ４　４２９　 ０．０７７７　 ０．２６７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连片转出面积 连片转出的农地面积（亩） ４　４２９　 ０．１２３９　 ０．６２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连片转出块数 连片转出的农地块数（块） ４　４２９　 ０．２４２９　 ０．９９７４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是否离散转出 １＝是，０＝否 ４　４２９　 ０．１３１９　 ０．３３８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离散转出面积 离散转出的农地面积（亩） ４　４２９　 ０．２１２０　 ０．７９４１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

　离散转出块数 离散转出的农地块数（块） ４　４２９　 ０．４４２８　 １．３４２８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核心解释变量

　农地确权 村庄是否颁证：１＝是，０＝否 ４　４４９　 ０．３８０８　 ０．４８５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机制变量

　地界标志破坏率 村庄中土地划界标志被破坏的农户占比 ４　３８９　 ０．０８４３　 ０．１０８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００

　生产矛盾发生率 村庄中因农业生产发生矛盾的农户占比 ４　４２１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７５０

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 户主的年龄（岁） ４　４０４　 ５６．２６４３　 １０．８６６２　１８．００００　 ９３．００００

　户主年龄平方 户主年龄取平方／１００　 ４　４０４　 ３２．８３７２　 １２．３３０４　 ３．２４００　 ８６．４９００

　户主受教育年限 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年） ４　４０４　 ６．４４４６　 ３．３３９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０

　户主是否村干部 １＝是，０＝否 ４　３８２　 ０．１２３２　 ０．３２８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家庭总人口 家庭拥有的总人口数（人） ４　４４９　 ５．４７４３　 ２．２７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家庭抚养比 １６岁以下及７０岁以上人数／家庭总人口 ４　４４７　 ０．２３８５　 ０．２０７９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 家庭外出务工的人数（人） ４　４４８　 １．７２６８　 １．３９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家庭农业补贴 家庭获得的农业补贴（元） ４　０９０　 ５９６．９４７８　２　４７２．３５１０　０．００００　６５　３５０．００００

　家庭礼金支出 家庭人情礼金支出（元） ４　４３８　 ９２９．９７４７　３　３３５．６５２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

　家庭承包地面积 家庭承包地总面积（亩） ４　４３６　 ４．００７８　 ３．１４７２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

　农田整治 １＝是，０＝否 ４　４４９　 ０．２１６９　 ０．４１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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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步证据

首先，表２Ｐａｎｅｌ　Ａ展示了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村庄地界标志破坏和农业生产矛盾的变
化趋势。① 可以发现，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处理组的地界标志破坏率由９．５８％减少至７．００％；

农业生产矛盾发生率由１．５３％下降至１．３２％。与之不同，虽然控制组的地界标志破坏率
也有所降低，但明显小于处理组的减少幅度。尤其是，处理组的地界标志破坏率呈现稳定
的下降趋势，而控制组的地界破坏率出现很大波动，侧面反映了未确权农户的农地边界面

临较高的不稳定性风险。可见，农地确权能有效缓解农户的农地边界破坏和农业生产矛盾。

其次，农户的确权进度及农地转出情况见Ｐａｎｅｌ　Ｂ。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农户的确权率分别

为１．８７％、３１．４４％、８６．２５％。相应地，农户的农地转出面积和转出地块数的增幅分别为

５７．２０％、６２．５６％。此外，农户在２０１６年连片转出了０．１１７８亩（０．２２３６块）农地，其在２０１８
年增至０．１８８２亩（０．３４９４块）。② 可见，农地确权不仅促进了农户转出农地，还诱导了连片

转出与农地集中。

表２　初步证据

变量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Ｐａｎｅｌ　Ａ．村庄地界标志破坏和农业生产矛盾的组间差异变化

处理组 控制组 处理组 控制组 处理组 控制组

地界标志破坏率 ０．０９５８　 ０．１５２８　 ０．０７２３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７００　 ０．１３１２

生产矛盾发生率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１１７

Ｐａｎｅｌ　Ｂ．农地确权进度与农户农地转出情况

观测值 均值 观测值 均值 观测值 均值

农地确权 １　５９０　 ０．０１８７　 １４６３　 ０．３１４４　 １３９６　 ０．８６２５

转出面积 １　５８５　 ０．２９９５　 １４６０　 ０．２４９６　 １３８８　 ０．４７０８

转出块数 １　５８５　 ０．５８８６　 １４６０　 ０．５４２５　 １３８８　 ０．９５６８

连片转出面积 １　５８３　 ０．１１７８　 １４５８　 ０．０６９２　 １３８８　 ０．１８８２

连片转出块数 １　５８３　 ０．２２３６　 １４５８　 ０．１６２５　 １３８８　 ０．３４９４

　　注：处理组是指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间获得确权颁证的村庄农户；反之为控制组。

四、实 证 分 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表３报告了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列（１）—（３）为Ｔｏｂｉｔ固定效应模型估
计结果，依次灵活控制了农户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农户其他特征、村庄变量与年份固定
效应的交互项。结果均表明，农地确权显著促进了农户农地转出。鉴于Ｔｏｂｉｔ固定效应模

型的Ｓｔａｔａ命令不提供聚类稳健标准误，且存在大量０值的变量取对数可能会导致估计偏

①

②

在附录Ⅱ中，我们还对阳山县农户的农地划界标志类型进行了详细统计。其中，非永久性参照物“田埂”的占
比高达７９．３３％，从而隐含着地权边界不稳定与产权模糊的隐患。

需要指出的是，２０１７年的农地连片转出面积和块数较２０１６年出现明显回落，我们会在稳健性部分对这种数据
波动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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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Ｓｉｌｖａ　ａｎｄ　Ｔｅｎｒｅｙｒｏ，２００６），故利用ＯＬ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再估计。由列（４）可知，农

地确权将农户转出面积显著提升了０．１４１８亩，与程令国等（２０１６）、丰雷等（２０２１）、杨广亮

和王军辉（２０２２）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３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

变量　　　

ｌｎ转出面积

（Ｔｏｂｉｔ）

（１）

ｌｎ转出面积

（Ｔｏｂｉｔ）

（２）

ｌｎ转出面积

（Ｔｏｂｉｔ）

（３）

转出面积

（ＯＬＳ）

（４）

农地确权 ０．１２８０＊ ０．１７９１＊＊ ０．２３７６＊＊ ０．１４１８＊＊

（０．０７２５） （０．０７９２） （０．１０７４） （０．０７０９）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农户ＦＥ 是 是 是 是

年份ＦＥ 是 是 否 否

村庄变量×年份ＦＥ 否 否 是 是

Ｒ２ ０．５１４７

观测值 ４　４３３　 ３　９７９　 ３　１９９　 ３　１９９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１０％、５％和１％。列（１）—（３）括号内为使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估计的标准误；列（４）括号

内为聚类到村庄层面的标准误。控制变量为模型构建中的农户其他特征。村庄变量包括：村到镇中心距离、村到县中

心距离、村庄地形、村干部受教育水平。

进一步将农地转出情形进行分类处理，考察农地确权对不同类型农地转出的异质性

影响，估计结果见表４。列（１）和列（３）为Ｔｏｂｉｔ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列（１）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而列（３）的估计系数很小且不显著。由此表明，确权对不同类型农地转出有

着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列（２）和列（４）进一步使用ＯＬ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其结果与

Ｔｏｂｉｔ固定效应模型基本一致。列（２）显示，确权使农户的连片转出面积显著提升０．０９６０
亩。可见，农地确权通过促进农地连片转出，不仅直接扩大了转入主体的经营规模，而且

更显著提高了农地的连片集中程度，实现了经营规模、地块规模、连片规模的三重规模经

营效应。① 研究假说 Ｈ１和假说 Ｈ２得到验证。②

表４　农地确权对不同类型农地转出的影响

变量　　　

ｌｎ连片转出面积

（Ｔｏｂｉｔ）

（１）

连片转出面积

（ＯＬＳ）

（２）

ｌｎ离散转出面积

（Ｔｏｂｉｔ）

（３）

离散转出面积

（ＯＬＳ）

（４）

农地确权 ０．４８２３＊＊＊ ０．０９６０＊＊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０１５

（０．１６１３） （０．０４２２） （０．１１６５） （０．０４６２）

①

②

有学者曾经指出，确权的法律保障作用很难得到有效证明。但是，丰雷等（２０１３）发现：相比一轮承包（约８０％
村庄经历了农地调整），二轮承包后的农地调整比例下降至约４０％。这与本文研究结果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契合度，
即均表明随农地制度变革的持续推进，其法律效用呈现出增强趋势。此外，本文的样本点是丘陵山区，其“连片规模”效
应可能与平原地区存在差异。但是，中国作为丘陵山区土地面积比重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丘陵山区“连片规模”的累
积效应价值不容忽视。

在附录Ⅲ中，我们利用式（４）检验了基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并估计了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动态效应。



第５期 胡新艳等：新一轮农地确权促进连片规模经营 １５４３　

（续表）

变量　　　

ｌｎ连片转出面积

（Ｔｏｂｉｔ）

（１）

连片转出面积

（ＯＬＳ）

（２）

ｌｎ离散转出面积

（Ｔｏｂｉｔ）

（３）

离散转出面积

（ＯＬＳ）

（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农户ＦＥ 是 是 是 是

年份ＦＥ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４０１３　 ０．４７１５

观测值 ３　９７５　 ３　９７５　 ３　９７５　 ３　９７５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１０％、５％和１％。列（１）、（３）括号内为使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估计的标准误；列（２）、（４）

括号内为聚类到村庄层面的标准误。控制变量为模型构建中的农户其他特征。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基准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测试①。第一，对农地确权颁

证和调查样本缺失的随机性进行检验。第二，使用农户更易记忆的“转出块数”替代“转出

面积”来衡量农户转出行为。第三，考虑到规模经营需求的潜在干扰，剔除农户转给新型

经营主体（合作社、村集体和农业企业）的农地面积；此外，还分别剔除２０１８年调查数据、

换用地块层面数据。第四，换用相关随机效应模型（ＣＲＥ）进行估计。最后，通过随机模拟

分配确权颁证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Ｐｌａ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这些结果均支持基准模型的结论。

（三）作用机制分析

理论分析表明，确权通过精准的测绘技术明晰土地“四至”边界，并以登记证书的形

式为其提供法律依据，能够有效化解相邻农户的农地边界冲突和矛盾，从而促进农地连

片转出。表５Ｐａｎｅｌ　Ａ的列（１）—（２）表明，确权显著降低了地界标志遭受破坏的概率，

支持了Ｄｅ　Ｊａｎｖ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针对墨西哥的研究发现。可见，即使不改变现有土地划界

标志的类型，确权也能有效保护农户的农地产权。列（３）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

确权通过减少村庄土地划界标志的破坏，促进了农户的连片转出行为。此外，Ｐａｎｅｌ　Ｂ换

用农业“生产矛盾发生率”来表征土地边界冲突，其结果与Ｐａｎｅｌ　Ａ基本一致。这些证据

表明，确权对农户的地权界定与保护具有产权运作层面的重要作用②，由此验证了研究

假说 Ｈ３。

①
②

限于篇幅，具体测试结果参见附录Ⅳ。
为检验作用机制的可靠性，我们在附录Ⅴ中排除了农地投资激励和大规模农地连片流转等两个方面的潜在

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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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作用机制的估计结果

变量 Ｔｏｂｉｔ　 Ｔｏｂｉｔ　 Ｔｏｂｉｔ

Ｐａｎｅｌ　Ａ
地界标志破坏率 ｌｎ连片转出面积

（１） （２） （３）

农地确权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９０）

０．５８４４＊＊＊

（０．１６６３）

地界标志破坏率 －０．２０６４

（０．６６１２）

农地确权×地界标志破坏率
－２．２０２２＊

（１．１７１８）

观测值 ４　３７２　 ３　９２７　 ３　９２３

Ｐａｎｅｌ　Ｂ
生产矛盾发生率 ｌｎ连片转出面积

（４） （５） （６）

农地确权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６３１＊＊＊

（０．０１５４）

０．５２０４＊＊＊

（０．１７８９）

生产矛盾发生率 ０．６１１４

（０．５２７７）

农地确权×生产矛盾发生率 －１．８４９１＊＊＊

（０．３６８７）

观测值 ４　４０４　 ３　９５７　 ３　９５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村庄ＦＥ 是 否 否

农户ＦＥ 否 是 是

年份ＦＥ 否 是 是

年份ＦＥ×乡镇ＦＥ 是 否 否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１０％、５％和１％。括号内为使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估计的标准误。列（１）的控制变量为

农田整治；列（２）、（３）的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模型基于农户个体层面的样本数据进行估计。

（四）进一步讨论

尽管上述研究回答了农地确权对连片流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但本文仍对以下关

联性问题感兴趣：一是农户对农地确权过程中的争议及其结果公平的感知，是否会影响颁

证后的农地转出效应。逻辑上讲，产权界定的合意性与公平性，往往会影响到事后的产权

实施尤其是产权交易。这也能为前文的机制分析提供一个反事实检验。二是农地连片和

离散流转是否存在契约特征差异。因为，流转契约的稳定性有更为重要的行为经济学意

义。三是考察农地确权对村庄土地规模集中度的影响，从相对宏观层面来判断农地规模

经营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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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确权过程发生的争议及确权结果公平对农地转出效应的影响

我们分别使用村庄确权“关系不融洽”和“结果不公平”的问项来测度确权过程的争议

及确权结果公平①，估计结果见表６。Ｐａｎｅｌ　Ａ显示，列（１）—（２）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

明，在确权过程引发的干群或农户之间的争议，会使颁证的农地连片转出效应大打折扣。②

由Ｐａｎｅｌ　Ｂ可知，结果公平对颁证的农地转出效应产生负向却不显著的影响。这与预期判

断有一定差异，因为结果不公平一般会在确权过程中发生争议，从而必定会减弱颁证的农

地转出效应。但调查数据显示，仅有２８．９５％确权结果不公平的村庄报告确权过程存在关

系不融洽；高达８１．２５％确权关系不融洽的村庄，其农户签字确认时间为２０１８年。由此推

断，这与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在２０１８年基本完成确权颁证工作的时间节点有关，即

上述现象可能是当地村庄为“完成任务”而强行确权颁证引发的结果。

表６　确权争议和结果公平性对农地转出效应的影响

变量

ｌｎ转出面积

（Ｔｏｂｉｔ）

（１）

ｌｎ连片转出面积

（Ｔｏｂｉｔ）

（２）

ｌｎ离散转出面积

（Ｔｏｂｉｔ）

（３）

Ｐａｎｅｌ　Ａ

农地确权×关系不融洽 －０．４１７５＊＊

（０．１７９３）
－０．３８１４＊

（０．２２６１）

－０．４４７３
（０．２９５０）

农地确权 ０．２２４５＊＊

（０．０９６０）
０．５４５９＊＊＊

（０．１５４２）

０．０２２７
（０．１３６６）

Ｐａｎｅｌ　Ｂ

农地确权×结果不公平 －０．１４３１
（０．１５５９）

０．１１１０
（０．２５３３）

－０．１９９８
（０．２０６９）

农地确权 ０．２１８４＊＊

（０．１０２７）
０．４７９８＊＊＊

（０．１７３４）

０．０３５９
（０．１６１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农户ＦＥ 是 是 是

年份ＦＥ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　７３８　 ３　７３４　 ３　７３４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１０％、５％和１％。括号内为使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估计的标准误。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

一致。

２．农地确权对不同类型农地转出契约特征及村庄土地规模集中度的影响

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农地转出的契约差异。由于原生家庭分家或农地调整会导致地

块变动，使得调查问卷难以对农户的地块进行编码追踪，故地块层面数据仅为混合截面。

①

②

村庄确权“关系不融洽”的设定如下：若有农户报告确权过程中存在干群之间或农户之间关系不融洽，赋值为
１；反之为０。“结果不公平”的设定相同。

基于这一发现，我们对上述作用机制开展了一个安慰剂检验，请参见附录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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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我国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由于多数村庄按照土地远近肥瘦搭配的公平赋权原

则（谭淑豪等，２００３），并采用随机抽签方式将土地发包到户。由此，农户的地块与谁家的

土地相邻，在流转之前就已随机形成。所以，地块层面的混合截面数据能够为农地确权引

发的流转契约特征变化，提供有效的识别。研究表明，相比离散转出，连片转出具有更高

的书面合同签订概率、更少比例的零租金和更长的流转期限，表现出更为正式和更为稳定

的契约特征。因此，研究假说 Ｈ４得到验证。

此外，农地确权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村庄整体的农地经营规模集中度？通过计算赫

芬达尔指数（ＨＨＩ）来测量村庄内农户农地经营规模的集中程度，评估农地确权对村庄农

地经营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不仅促进了村庄的农地流转与集中，而且诱导了

转入农户种植粮食作物，从而有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①

五、政 策 建 议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新一轮农地确权改革显著促进了地块连

片流转，且会显著提升连片流转契约的正式性和稳定性。因此，我国应坚持并深化新一轮

农地确权改革，以进一步缓解“地权细碎化界定”与“农地规模化利用”之间的冲突。

第二，农地确权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边界划定问题，农地确权过程中地块“四至”边界清

晰以及确权结果公平性等，都是农地确权促进地块连片流转、推进农地连片规模经营的重

要影响因素。因此，在确权过程中，应该鼓励各地构建村级土地权益维护机制，降低农户

土地维权门槛，及时有效地处理土地边界争议、流转合同纠纷和农业生产矛盾，从而营造

良好的农地流转市场环境。

第三，从农户层面而言，农地确权主要是激励懂技术的高素质农户转入土地来扩大经

营规模。因此，通过农业技术培训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进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

的基本方向。更重要的是，农地确权通过促进农地连片流转，能够提升村庄整体的农地经

营规模集中度，并激励农户种粮，由此强化国家粮食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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